
第四章 石质珠饰科学研究

第五节 石质珠饰的来源探讨

一、南亚地区石质珠饰资源

珠饰加工业是印度的传统手工业。早在哈拉帕文明(Harappan Civilization，

c．2600-1900 BCE)时期，印度河谷地区便是当时文明世界的珠饰制作生产中心，两河流

域乌尔王朝发现的蚀刻珠便来自于印度河谷。
[1]
当时的珠饰制作中心位于印度北部肯帕德

海湾(Gulf of Khambhat)附近地区。
[2]
印度南部地区矿产资源丰富，Nilgiri 山出产绿柱

石，尤其是质量上乘的海蓝宝，而德干高原则是紫水晶的主要产地，在早期的贸易交流中

起到了重要作用。
[3]
大量蓝宝石珠、绿柱石珠、红玉髓珠、玛瑙珠、青金石珠、石榴子石

珠、石英珠等不同矿物材质的珠饰样品，在 Kongu 地区的遗址中被发现。
[4]
阿里卡梅度是

印度南部较为著名的考古遗址，在此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珠子和珠子废弃物，已被证实此

遗址是印度古代一个重要的珠饰制作中心，不仅制作各种宝石珠饰，包括蚀刻石髓珠，也

同时制作玻璃珠饰。其所产的石榴子石、水晶、玛瑙等宝玉石类物品，远销至奥古斯都时

代的罗马帝国和东南亚地区。
[5]
有研究表明，阿里卡梅度的石榴子石来自于印度中部的

Garibpet。
[6]
斯里兰卡地区矿产资源也比较丰富，是铁铝石榴子石、紫水晶等矿物的主要

产地之一，与印度南部珠饰制作中心存在密切联系，也是古代石质珠饰样品制作中心之一。
[7]
外观形状与宝石珠相似的多面体玻璃珠，其目的便是仿制石质珠饰，技术起源于印度地

区。

依赖丰富的矿产资源，印度在早期文明时代便形成了独特的珠饰制作技术传统，与其

临近的东南亚地区是印度珠饰加工制作技术的接受者、学习者与传播者。百琳娜

(B．Bellina)
[4]
将早期印度和东南亚之间的交流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公元前 4世纪

至公元 2 世纪，以东南亚输入印度生产的玻璃、宝石等商品并在当地仿制为特征，第二阶

段为公元 2 世纪至公元 4 世纪，东南亚各地区之间交流日益密切，并在当地普遍生产印度

风格的器物，尤其是玻璃珠和陶器。百琳娜[8]还曾指出，低质量珠饰可能是东南亚当地

生产的，而高质量的的珠饰则为印度所生产，但也有可能是印度工匠利用印度的原料在东

南亚生产。同时，她
[9,10]

还对泰国三乔山(Khao Sam Kaeo)、班东达潘(Ban Dong Ta Phet)

这两个遗址的石质珠饰、陶、玻璃、高锡铜器等器物进行了系统研究，结果表明在公元前

4 至前 2 世纪印度工匠可能已经定居在马来半岛的沿海港口城市，并进行印度和符合东南

亚本地需求的石质珠饰制作。

卡特
[11]

采用激光剥蚀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分析(LA-ICP-MS)技术对取自柬埔寨和泰

国 10 个铁器时代遗址的 73 件珠饰进行了化学分析，同时也分析了印度、伊朗、泰国等 4

个地点的 64 件现代样品。分析结果显示，许多这类珠饰是采用来自印度德干玄武岩平原



的原材料制作的，并无明确依据显示采用了东南亚本地矿产资源进行珠饰制作。卡特等学

者
[12]

同时采用扫描电镜(SEM)和 LA-ICP-MS 对柬埔寨的石榴子石珠饰进行了分析。通过 SEM

分析 7 件样品的穿孔特征，识别出了两种钻孔方式。LA-ICP-MS 分析表明这两类不同质量

和不同钻孔方式的石榴子石珠饰的成分特征也不同。临近 Angkor Borei 的越南 Oc Eo 遗

址已经发掘出了大量来自印度和南亚的器物，如珠宝、钱币和陶器。另外，Angkor Borei

所发现的玻璃珠与产自斯里兰卡 Giribawa 的玻璃珠的化学成分特征接近。说明斯里兰卡

是 Angkor Borei 一个重要的贸易伙伴以及石榴子石珠饰的可能来源。

亦有研究
[13]

表明，在公元前后的几个世纪内，特别是公元 1世纪之后，东南亚地区可

能利用输入的矿物碱型钠铝玻璃料，并采用拉制技术在本地区进行次级玻璃生产。南亚地

区是目前学术界公认的珠饰制作中心，东南亚地区是南亚技术、原料、工匠的输入地。但

目前的研究表明，东南亚地区并不是消极的接受者，他们在早期受到南亚地区技术的影响

之后，很快便学会了珠饰制作工艺，并利用当地的原料进行生产，这一点似乎被越来越多

的研究者所证实。泰国、越南南部地区等东南亚地区已经发现有珠饰制作遗址。综上所述，

作为古代珠饰制作中心之一，东南亚地区珠饰制作时间晚于南亚地区，但东南亚地区珠饰

制作考古学证据是确凿的，而且在与南亚以及环南中国海区域间的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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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石榴子石珠饰的来源探讨

(1)合浦出土石榴子石珠饰的可能的来源

合浦汉墓出土文物文化内涵丰富，种类形式多样，既有“汉式”文物，也不乏舶来品。

汉代，近邻徐闻港是合浦郡下辖的县，也是海上丝绸之路往来合浦、番禺的中转站，西汉

中期（约公元前 140 至公元前 49 年）起“徐闻、合浦南海道”是通往东南亚、印度、斯

里兰卡的一条重要的海上贸易航线。石榴子珠饰是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一类重要半宝石珠

饰。目前，考古发掘在合浦西汉晚期至东汉的多个墓葬中发现了系领状、球形、狮形等形

状的石榴子石珠饰。而古代印度的西南海岸和斯里兰卡沿海地区有许多著名的铁铝榴石出

口港
[1]
。

T.Calligaro等人
[2]
通过PIXE和拉曼光谱分析了一批欧洲中世纪早期的石榴子石珠饰，

认为铁铝榴石珠可能来自南亚。Carter
[3,4]

在对东南亚出土石榴子石的研究认为，柬埔寨

暹粒吴哥(Angkor Borei)发现的石榴子石有南亚输入的。而柬埔寨东南部和越南南部发现

的可能是当地制作的，越南南部的俄厄(OcEo)
[5]
也被认为是与印度阿里卡梅度相似的包括

制作石榴子石珠的石质珠生产中心。但这些石榴子石形如小的鹅卵石，采用了石质钻头、

铜钻头和磨料进行钻孔以及进一步成型和抛光，与南亚输入的石榴子石的化学成分也不同。

在印度河盆地的广大区域里蕴含有丰富的石榴子石矿产资源。
[6]
研究表明，古代印度的阿

里卡梅度(Arikamedu)、斯里兰卡的 Tissamahara 和 Anuradhapura 等地是几个可能的石榴

子石珠产地。有证据显示阿里卡梅度(Arikamedu)，这一地区曾使用双钻石钻头技术进行

石榴子石珠的制作
[7]
。从斯里兰卡的 Tissamahara 和 Anuradhapura 两地的早期历史时期遗

址中曾发现各种形状的石榴子石珠以及珠子制作的废料，表明斯里兰卡可能是石榴子石珠

饰的一个可能来源。

(2)印度东南沿海的阿里卡梅度（Arikamedu）遗址

阿里卡梅度（或译为阿里卡梅杜）是位于印度东南部克罗曼德尔海岸(Coromandel

coast)、阿里扬库帕姆河畔(Ariyankuppam River)的一个小渔村，本地治里市(Pondicherry)

以南约 4 km，可能为《厄里特里亚航海记》中记载的古代港口波杜克(Poduk ê)。阿里卡

梅度遗址是印度南部最有名的考古遗址之一，是印度洋考古的摇篮。从 20 世纪 40 年代至

90 年代，先后有惠勒(Mortimer wheeler)、卡萨尔(Jean-Marie casal)、贝格利（vimala

Begley）等学者
[8-10]

在此开展了多次发掘，这些学者对于阿里卡梅度遗址的地层学、年代

学、出土器物等领域的研究，成为这一时期对其他遗址发掘的参考典范。从已有结果看，

这一遗址的早期阶段为公元前 2~前 1 世纪和公元 2 世纪，并延续至公元 10 世纪，作为港

口、贸易中心和印度的主要珠饰生产中心之一。

阿里卡梅度遗址发现的器物包括采用“拉制”技术制作的印度—太平洋玻璃贸易珠、

各类石质珠饰、轮盘纹陶器等，这些器物对于研究南亚的印度、斯里兰卡与地中海地区、



环阿拉伯海和孟加拉湾地区的贸易联系，具有重要意义。珠饰制作（包括玻璃、石质珠饰

的加工）是古代阿里卡梅度的一个重要手工业，体现出高度的专业化分工。

公元前 400 年至前 100 年，印度阿里卡梅度附近有多个地区都从事石质珠的加工，是

一个重要的宝石加工中心，所制作的石榴子石、水晶、玛瑙等质地石质珠饰，远销至奥古

斯都时代的罗马帝国和东南亚地区
[11]

。有研究表明阿里卡梅度的古代工匠使用了钻石钻头

对石质珠穿孔
[12]

。阿里卡梅度的珠宝工匠几乎利用了所有石英矿物，如无色水晶、紫水晶、

黄水晶，以及各种隐品质的石英矿物（红玉髓、绿玉髓、缟玛瑙等），矿料可能来自多个

地区。例如，印度南部克利须那河(Krishna River)下游所产的玉髓（包括绿玉髓），印度

南部的德干高原出产的紫水晶，阿里卡梅度则出产水晶。

K．Schmetzer 等学者的研究表明，阿里卡梅度遗址出土的大量石榴子石珠饰所使用的

矿料是来自中部的泰伦加纳邦(Telengana State)海德拉巴市(Hyderabad)以东的加里贝特

矿床（Garibpet deposit）（图 1和图 2），距离阿里卡梅度约 640 km（图 3）
[13]

。K．Schmetzer

等采用扫描电镜、激光剥蚀感应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LA-ICP-MS)比较分析了阿里卡梅度

遗址发现的石榴子石珠饰和加里贝特矿床产出的矿量，发现两地石榴子石的组成物相均主

要为铁铝榴石（约 81.0%），镁铝榴石为 11.5%；微量元素钇(Y)、磷、锌的化学分带特征，

矽线石（sillimanite，也称硅线石）、磷灰石、金红石、石英、钛铁矿等包裹体的显微结

构和分布特征等（图 4），均呈现较强相关性。



图 1 阿里卡梅度遗址发现的石榴子石珠饰，K. Schmetzer 摄[13]

（A 组样品：2014 年在考古遗址发现的多面体双锥形石榴子石珠，最大直径约 4 mm。B1 和 B2 组样品：

当地农民采集的透明多面体双锥形石榴子石珠，B1 组样品的直径约 4.5-5.5 mm，B2 组样品直径约 2.8-3.2

mm。B3 和 B4 组样品：当地农民采集的半透明至透明圆形石榴子石珠，B3 组样品的直径约 5.2 mm，B4 组样

品直径约 3.2 mm。C 组样品：P．Francis 采集的石榴子石残片，藏于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左上角样品约

9.0×6.8 mm。）

图 2 加里贝特地区发现的二次沉积石榴子石卵石

（表面覆盖有一层风化外壳，直径约 0.5-1.5 cm，其中有些透明的可切磨出刻面的石榴子石。

T．Calligaro 摄于 2012 年）



图 3 印度南部和斯里兰卡的相关遗址及阿里卡梅度遗址和加里贝特的地理位置

图 4 阿里卡梅度遗址（左）和加里贝特地区（右）石榴子石中的包裹体（H. A. Gilg 摄）

（a，b：石榴子石中的针状金红石形成的网格结构；c，d：不透明钛铁矿表面生长的透明金红石晶体；

e，f：石榴子石中的石英晶粒；g，h：石榴子石中的纤维状矽线石晶体）



(3)合浦九只岭东汉墓出土石榴子石产地来源

合浦地区出土了不少石榴子石珠饰，有犬形、系领形、圆球形和鱼龙形等，主要是汉

代，1件为新莽时期（见表 1）。

表 1 合浦出土石榴子石珠饰概况

编号 藏品号 器形 出土地点 时代

HP-2 1929 犬形 合环凸鬼岭齿岭厂 M17 汉

HP-3 880 圆球珠 合环黄泥岗 Ml 新莽

HP-12 0205 系领形 氮肥厂 Ml 汉

HP-14 圆球珠 合浦县九只岭 M5 东汉

G1,G2,G3 ,G4a,
G4b,G4c,G4d,G4e

圆球珠 合浦县九只岭 M5 东汉

000456 鱼龙形 风门岭 M10 东汉晚期

合浦九只岭东汉墓(M5)出土的铁铝榴石珠饰，采用了旋磨工艺和皮囊球磨工艺的磨制

技术，在钻孔技术方面采用了钻石钻头的工具，这些都是古代印度、斯里兰卡和东南亚珠

饰加工中常见的工艺和技术。

根据九只岭 M5 出土石榴子石包裹体组合的分析结果，九只岭汉墓出土的石榴子石与

印度阿里卡梅度遗址发现的石榴子石均为铁铝榴石，并且二者具有几乎同样的包裹体组合，

这反映了两地使用的石榴子石矿料可能来自相同地区。综合对古代矿产资源开发状况、制

作技术与传统，以及石榴子石珠饰在海丝沿线的分布状况等资料的分析，我们认为阿里卡

梅度是合浦汉代石榴子石的来源地之一，这为古代汉王朝与南亚地区的海上丝绸之路交流

提供了新的科学依据。

(4)系领形石榴子石来源探讨

系领珠也是具有典型南亚风格的一类珠饰，最早出现于印度阿里卡梅度地区。
[14]

东南

亚地区也有大量系领珠。图 5和图 6 为印度阿里卡梅度和泰国地区出土不同类型系领珠。

广西合浦汉墓也出土有多件系领珠，材质有石榴子石、红玉髓（图 7）。广州也出土有系领

珠，其中一串系领珠材质为中等钙铝型钾玻璃（图 8），此种类型钾玻璃常见于南亚和东南

亚地区。广西合浦汉墓出土珠饰与广州地区在来源上具有相似性，我们认为石榴子石以及

高质量的红玉髓珠饰均来自于南亚地区，进一步说明系领珠类型来自于南亚地区。



图 5 印度阿里卡梅度遗址出土系领珠
[15]

图 6 泰国南部出土系领珠
[16]



图 7 广西合浦汉墓出土石榴子石系领珠

图 8 广州东汉墓出土系领玻璃珠（2003GXBG 港尾岗 M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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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合浦出土石英质珠饰的产地来源

（一）广西合浦出土石英质珠饰情况

合浦汉墓出土石英质珠饰主要包括红玉髓、玛瑙、紫水晶和水晶。红玉髓珠饰形状有

双锥形（长、短）、球形、扁圆形、系领形、瓜形、葫芦形、耳珰以及动物形饰等。玛瑙

饰器型主要有珠饰，包括柱形、羊角状、水滴状、叶子形、板眼珠等，以及戒指、剑璏等。

水晶主要有无色水晶、紫水晶、茶晶和黄水晶，以无色水晶居多，形状有圆柱形、六方柱

形、系领形和短六方双锥形等。典型红玉髓、玛瑙照片如图 1和图 2 所示。蚀刻珠是广西

合浦汉墓出土石英质类珠饰中比较特殊的一类器物，主要有两种形饰，分别是红色珠体蚀

刻白色条纹和黑色珠体蚀刻白色条纹，如图 3所示。图 4展示了典型水晶和紫水晶样品。

(a)红玉髓球形珠饰 000537，第二麻纺厂南土坑 (b)红玉髓串饰（1993 年北插江 4 号墓出土）

(c)红玉髓串饰，凸鬼岭汽齿厂 30B 号墓 (d)肉红石髓串饰，贵县风流岭 M5

(e)红玉髓串饰（凸鬼岭饲料厂 1 号墓） (f)红玉髓动物串饰（堂排 2 号墓）

图 1 广西合浦汉墓出土红玉髓珠饰



(a)玛瑙珠（凸鬼岭饲料厂 2 号墓） (b)玛瑙戒指（凸鬼岭汽齿厂 1 号墓）

(c)玛瑙板眼珠（凸鬼岭汽齿厂 17 号墓） (d)玛瑙剑璏（凸鬼岭汽齿厂 22 号墓）

(e)条纹玛瑙珠（渔业资料站砖室墓） (f)条纹玛瑙珠（望牛岭 1 号墓）

图 2 广西合浦汉墓出土玛瑙珠饰

(a) 000368，1980 年文昌塔生资仓 1号墓出土，汉 (b)00043，11984 年文昌塔 153 号墓出土，汉

图 3 广西合浦汉墓出土蚀刻珠



(a)水晶串饰（望牛岭 Ml） (b)束领形白水晶饰件（凸鬼岭汽齿厂 6 号墓）

(c)黄水晶饰件（凸鬼岭汽齿厂 30A 号墓） (d)紫水晶串饰（北插江盐堆 1 号墓）

(e)紫水晶串饰 000875（黄泥岗 M1）

图 4 广西合浦汉墓出土水晶和紫水晶珠饰

（二）合浦石质珠饰南亚来源探讨

广西合浦汉墓出土的水晶质珠饰，包括无色水晶、黄水晶、紫水晶等，其原料应来自

于印度地区。印度南部的德干高原是紫水晶的主要产地，也是宝石加工的中心。水晶珠饰

形状以管形、圆形、六方形、系领形和多面体等为主，其中六方形、系领形和多面体为典

型南亚风格。穿孔工艺特征表明，此类珠饰穿孔孔径较小，可能采用了钻石钻孔工艺。珠

饰表面光滑，透明度高，表面珠饰加工质量高。综合考虑材质、器型、制作工艺等特征，



我们认为广西合浦出土的水晶质珠饰应该是采用了印度地区的原料，并利用南亚的珠饰制

作工艺进行加工。但具体产地可能为南亚地区，也可能为东南亚地区。

(1)蚀刻珠来源探讨

蚀刻珠制作工艺起源于印度河谷的哈拉帕文明（Harappan Civilization，c．2600-1900

BCE）时期（图 5）
[1]
，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乌尔王朝，也出土了与哈拉帕文明相似的蚀

刻珠（图 6）
[2]
，学者们一致认为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出土的蚀刻珠来自于印度河谷地区的

哈拉帕文明。
[2]
哈拉帕文明时期的蚀刻珠主要以在红玉髓表面蚀刻白色条纹为主。塔克西

拉(Taxila)遗址是印度北部时间较早的一处重要的考古遗址，此遗址中也出土了蚀刻珠

（图 7）
[3]
，主要包括两种类型，蚀刻红玉髓珠和蚀刻玛瑙珠，红玉髓蚀刻珠中出现了将

红玉髓白化后在表面蚀刻黑色纹饰形饰，蚀刻玛瑙珠中则出现了在黑色玛瑙表面蚀刻白色

条纹形饰的蚀刻珠，此两种形饰的蚀刻珠数量较少。
[3,4]

蚀刻珠出现于东南亚地区的时代

相对于南亚地区相对较晚。有学者研究表明，东南亚地区发现的蚀刻珠，90%为在红色和

黑色表面蚀刻白色条纹，其中有 75%为黑色表面蚀刻白色条纹，而且几乎所有的黑色均经

过人为处理。
[5]
这一点与南亚地区的蚀刻珠是存在明显差异的。图 8

[6]
和图 9

[7,8]
展示了东

南亚地区出土的蚀刻珠。从目前发表的资料来看，缅甸、泰国地区发现的蚀刻珠不仅数量

多，而且形式丰富，而柬埔寨、越南、老挝等地区出土蚀刻珠数量较少。

图 5 哈拉帕文明时期红玉髓蚀刻珠（印度古吉拉特邦 Dholavira 出土）
[1]

图 6 乌尔(Ur)王朝墓葬出土红玉髓蚀刻珠(c．2500 BC)
[2]



图 7 印度塔克西拉(Taxila)遗址出土蚀刻珠
[3]

图 8 缅甸出土蚀刻石髓珠饰
[6]



(a)泰国潘东达潘(Ban Don Ta Phet)遗址[7]

(b)泰国三乔山(Khao Sam Kaeo)遗址[7] (c)越南沙莹文化遗址
[8]

图 9 泰国和越南出土蚀刻珠饰

蚀刻珠主要分布在我国南方地区，北方地区较少。河南淅川下寺楚墓出土了几件蚀刻

珠（图 10）
[9]
，年代为春秋晚期。与蚀刻珠一同出土的还有植物灰型钠钙玻璃环。春秋晚

期我国的玻璃制作技术还处于起步阶段，到战国时期出现了铅钡硅酸盐玻璃体和钾钙硅酸

盐玻璃，是我国在西方玻璃制作工艺的影响下所独创的两种玻璃体系。植物灰型钠钙玻璃

与西亚地区存在密切关系，因此，推测河南淅川下寺楚墓出土的蚀刻珠为西亚地区通过陆

上丝绸之路，传入我国中原地区。在我国南方地区，蚀刻珠主要分布于云南、广东、广西

等地区，其时间主要集中在汉代，与淅川下寺楚墓出土蚀刻珠相比，年代较晚。两广地区

发现的蚀刻珠主要是舶来品，由海上丝绸之路传入我国。上文已经提到缅甸地区发现有数

量较多的蚀刻珠，我国云南地区，与缅甸接壤，因此，云南发现的蚀刻珠（图 11）
[10,11]

，

除了考虑海上丝路传入的可能性外，还需考虑陆上丝绸之路传入的可能。



图 10 河南淅川下寺楚墓出土蚀刻珠
[9]

(a)云南江川李家山 M69 出土[10]

(b)云南晋宁石寨山 M12、M13 出土[11]

图 11 云南出土红玉髓蚀刻珠

广西合浦汉墓出土了 2 件蚀刻珠（图 12），1 件为蚀刻玛瑙珠，形状为扁平系领状，

在黑色珠体表面装饰有白色线条，另外 1件为红玉髓蚀刻珠，形状为双锥形，表面有白色

条纹。我们认为，广西合浦汉代出土蚀刻珠来自于印度，由海上丝绸之路输入我国。



图 12 广州出土汉代红玉髓蚀刻珠（2004BHM46:143-4，西汉）

(2)三宝佩(Triratna)和鱼龙珠饰来源探讨

三宝佩为典型印度风格。印度塔克西拉(Taxila)遗址出土有多件三宝佩，材质也有多

种，出现时间延续较长。Bhir Mound 遗址出土有 1 件红玉髓三宝佩，时间较早，约为公元

前 5世纪至公元前 4世纪。在此遗址内还发现 1件贝壳质三宝佩，年代约为公元前 3世纪。

在 Dharmarajika Stupa 遗址发现有 1 件石榴子石质三宝佩，年代约为公元前 1 世纪。在

Sirkap 遗址发现有 1件红玉髓质三宝佩，年代约为公元 1世纪。
[4]
南亚地区的很多佛教中

心都出土有三宝佩，但其时代相对较晚，约为公元 3世纪至公元 5世纪。泰国三乔山(Khao

Sam Kaeo)遗址（c．公元前 4 世纪至公元 1 世纪）出土有多件三宝佩（图 13）
[12]

，同时

还发现有多件鱼龙、万字纹等具有典型印度风格的珠饰。百琳娜已经证实泰国三乔山在当

时已经有印度工匠居住于当地，并进行印度和符合东南亚本地需求的石质珠饰制作。
[13]

与三乔山相距不远，时代稍晚的泰国 Phu Khao Thong 遗址（c．公元 1世纪至公元 4世纪）

也出土有红玉髓和金质的三宝佩（图 14）
[14]

。广西合浦汉墓出土了 1件紫水晶三宝佩（图

15），时间为东汉晚期。此件样品应为采用印度的原料和制作技术进行制作，但具体制作

地点是印度还是东南亚，需要进一步研究。

鱼龙，有学者称摩羯，是一种虚构的生物，它是以短吻鳄为原型，其头部似鳄鱼，而

尾部则为鱼尾，是伐龙那和恒河女神的坐骑。泰国三乔山出土有鱼龙，材质为红玉髓。广

西合浦汉墓出土了 2 件鱼龙饰，分别是红玉髓质和石榴子石质（图 16），我们认为这 2 件

鱼龙饰应该来自东南亚。



图 13 泰国三乔山遗址出土三宝佩
[12]

图 14 泰国 Phu Khao Thong 遗址出土红玉髓和金质三宝佩
[14]

图 15 广西合浦汉墓出土紫水晶三宝佩（000456，风门岭 M10，东汉晚期）



(a)红玉髓鱼龙（00921，西汉，凸鬼岭汽齿厂 M16A） (b)石榴子石鱼龙（000456，东汉晚期，风门岭 M10）

图 16 广西合浦汉墓出土鱼龙饰

(3)狮形饰来源探讨

狮形饰是一类较为流行的珠饰，其分布广泛，在印度、东南亚以及我国均有发现。广

州汉墓出土狮形饰材质以琥珀为主，广州市博物馆收藏有 1 件黄水晶质狮形饰，如图 17

所示。广西合浦汉墓出土的狮形饰数量较多，以红玉髓、琥珀
[15]

为主，同时还有石榴子石

和玻璃狮形饰各 1件（图 18）。
[16]

江苏扬州邗江西湖胡场 14 号墓（西汉，琥珀）、江西南

昌海昏侯墓（东汉，琥珀）、江西南昌市施家窑村（东汉，琥珀）、湖南郴州（东汉，琥珀）、

云南昭通市桂家院子 2 号墓（东汉，琥珀）、陕西咸阳杜家堡东汉墓（东汉，琥珀）等地

均出土有狮形饰，但数量均较少，材质以琥珀为主。
[17]

印度多地均出土有狮形饰，年代集

中在公元前后的几个世纪。作为护身符的狮形饰，除了代表力量外，它还与佛教文化存在

密切联系。
[18]

东南亚地区也有狮形饰出土（图 19）
[19]

，材质基本为红玉髓，应为印度输

入品。缅甸地区崇尚老虎，虎形饰在缅甸地区数量较多。还需注意的一点是，尽管缅甸地

区盛产琥珀，但东南亚地区琥珀质器物较为少见。

通过观察对比可以发现，红玉髓和石榴子狮形饰在形态上较为一致，穿孔方向为纵向

穿孔，即与身体方向一致，一般为从胸口至臀部。琥珀类狮形饰形态个体之间差异较大，

而且穿孔方向为横向穿孔，即与身体方向垂直，穿孔位置在腹部。上述差异表明，红玉髓、

石榴子石与琥珀类狮形饰应为两种不同的制作工艺。广西合浦汉墓出土有琥珀印章，基本

可以确定琥珀印章为当地制作。结合上文所分析的琥珀类狮形饰与宝玉石质狮形饰存在的

差异，我们推测琥珀类狮形饰为岭南地区当地工匠对外来输入宝玉石质狮形饰的仿制。由

于未形成制作工艺的统一规范性，从而造成岭南地区当地仿制的琥珀狮形饰形态差异较大。

广州汉墓还发现 1件琥珀狮形饰（图 20d），其断为两段，狮子面部特征还不明显，应为在

加工过程中断裂，制作还未完成，进一步说明琥珀类器物为本地制作。广州博物馆所藏的

琥珀狮形饰（图 20e）与缅甸红玉髓狮形饰（图 17c）在形态上存在相似性，说明岭南地

区与缅甸存在密切联系，琥珀原料可能就来自于缅甸地区。琥珀化学成分分析亦表明，广



州汉墓出土琥珀中含 Fe 量高，与缅甸琥珀特征相符。

(a) 2004BHM46:143-8，琥珀，西汉 (b)2010GXZM35:97-1，琥珀，东汉

(c) 2003GXSHMIA:74，琥珀，东汉 (d)2016GXDM23:59，琥珀，东汉

(e)琥珀，西汉晚期，广州博物馆藏 (f)黄水晶，东汉早期，广州博物馆藏

图 17 广州汉墓出土狮形饰



(a)红玉髓，风门岭 M26，西汉后期 (b)石榴子，凸鬼岭汽齿厂 M6，汉

(c)琥珀，风门岭 27 号墓，西汉中期 (d)琥珀，风门岭 23B 号，西汉后期

图 18 广西合浦汉墓出土不同材质的狮形饰
[15]

(a)缅甸出土 (b)越南沙莹文化遗址出土
[19]

(c)泰国中部出土

图 19 东南亚地区出土印度玉髓狮形饰

狮形饰是动物题材类珠饰的典型代表，常见的其他动物题材珠饰还有羊形饰、蛙形饰、



龟形饰、鸟形饰（鸽、鹰）、虎形饰、象形饰、蝉形饰、猪形饰等。虎形饰和象形饰为东

南亚特色，我国并不多见，陕西咸阳市龚家湾西汉晚期墓葬出土 1件微雕绿松石虎形饰
[18]

，

但其风格与东南亚地区虎形饰相距甚远。蝉形饰、猪形饰为我国传统器型，材质基本为软

玉。本次广州汉墓出土的动物题材珠饰，除狮形饰之外，还有 1件蛙形饰，材质为紫水晶，

年代为东汉早期。蛙形饰，与狮形饰相似，在印度多地都有发现，材质为宝玉石质。我国

广西合浦汉墓出土有多件玻璃质蛙形饰，江苏金马高速公路汉墓群出土 1件玻璃质蛙形饰。

我国出土的蛙形饰以玻璃器居多，应是利用玻璃对输入宝玉石质蛙形饰的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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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合浦出土宝石珠饰与海上丝绸之路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拥有悠久的玉文化传统，在玉文化中，透闪石（俗称软玉，又名

闪石玉）备受推崇，被广泛制作成随葬器皿、装饰品、礼器以及实用器（如工具）。
[1,2]

而在古代印度和东南亚则偏爱各种宝石，如绿柱石、石榴子石和石英族中色泽鲜艳者

在印度流行广泛，位于印度南部塔米尔纳德邦的阿里卡梅杜(Arikamedu)、哥印拜陀

(Coimbatore)和库都马纳(Kodumanal)遗址曾经是绿柱石、红玉髓、石榴子石（主要是铁

铝榴石）和石英珠饰的一个制作中心。斯里兰卡也盛产铁铝榴石、紫水晶以及其他美丽的

宝石
[3-6]

。在古代，印度的西南海岸和斯里兰卡沿海地区有许多著名的铁铝榴石出口港
[7]
。

紫水晶珠饰（主要是水滴形和椭圆形）在西方拜占庭早期（约公元 4 世纪至 7世纪）也非

常流利。紫水晶文物的原料应该来源于南亚（如印度或斯里兰卡）或埃及、埃塞爱比亚、

希腊以及近东或其他小亚细亚的其他地区
[3]
。此外，由玛瑙、红玉髓制作而成的蚀刻石髓

珠（另外一种石英类矿物珠饰）在印度、伊朗、缅甸、菲律宾、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等西亚

和东亚的国家也被广泛应用
[8]
。总之，上述珠饰为东西海上贸易与交流提供了重要的证据。

早在汉代，合浦的内河航运和海运也已十分发达，而其近邻徐闻，地处雷州半岛的最

南端，是海上贸易的中转地。作为官方的对外贸易港口，海上丝绸之路进出的很多大宗货

物都从这里转运往中原。西汉中期（约公元前 140 至公元前 49 年）开辟的从合浦郡始发

经东南亚通往印度、斯里兰卡的海上贸易航线，史称“徐闻、合浦南海道”，我们通常称

之为“海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作为北方草原丝绸之路的一个替代线路，起自中国

南方的港口，沿越南海岸，经泰国湾，到西边的印度尼西亚，再通过马六甲海峡，跨越马

来半岛，然后经由孟加拉湾到达印度和地中海
[9]
。从公元前 300 年到公元 500 年间，宝石

和玻璃等珠饰是最重要的海上贸易品。
[10]

合浦和徐闻港被誉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
[11]

，在汉代，各色宝石、截角多面体

紫水晶珠、系领形石榴子石珠、蚀刻石髓珠、钠钙硅酸盐（Na2O-CaO-Si02）玻璃
[12]

、波斯

釉陶
[12,13]

以及波斯银盒通过合浦和徐闻港输入到中国。最近的研究表明，在铁器时代（约

公元前 500 年至公元 500 年），南亚、东南亚以及中国南方存在多个钾硅酸盐玻璃制作中

心
[14.15]

，而出土有大量海上贸易品的合浦位于中国南方的钾玻璃制作中心之内，这表明合

浦出土的钾玻璃与合浦和海上丝绸之路亚洲其他地区之间可能存在技术和贸易交流存在

密切的关系。
[16,17]

综上所述，根据所分析的上述这绿柱石、石榴子石和水晶等宝石珠饰在亚洲相近时期

的分布特点和古代中国及其他国家对制作珠饰材料的偏好，可以认为所分析的珠饰中大部

分是由南亚或东南亚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输入到合浦的舶来品。借助无损伤分析技术手段可

以加深我们对珍贵的文化遗产洞察力，提高我们对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这一贸易网络在传播

珍贵物品以及对我国汉代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状况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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